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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心理援助热线的挑战与应对* 

朱  霖 1,2  李  睿 1  任志洪 1 

(1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湖北省人的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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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 心理援助热线作为社会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途

径之一, 面临诸多挑战与机遇。本文通过回顾疫情期间心理援助热线在应对咨询需求激增和来电者问题多样

化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热线的优势与局限, 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这些策略包括规范服务标准、培训

督导和效果追踪以提升服务质量, 建立数据收集系统, 发展热线相关研究, 开发合作与资源整合、数字化和自

动化的新型心理援助平台, 旨在提高热线的服务效能和响应能力。本文强调了在未来可能的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中, 心理援助热线在维护公众心理福祉方面的潜在角色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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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席卷

全球, 成为继 2002 年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 SARS)、2012

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之后, 再一次引发

国际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除了病毒对人们

生理健康造成的直接威胁, 躯体症状、感染担忧、

经济压力和社会隔离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压

力, 由此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更加沉重, 这

些都可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Leung et al., 2022; Salari et al., 2020)。 

疫情的快速传播导致许多传统的面对面心

理和精神卫生服务被迫暂停。在此背景下, 心理

援助热线凭借其突破空间限制、及时响应以及服

务灵活便捷的优势 , 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心理健

康服务的重要支撑。心理援助热线是一项在线心

理健康服务 , 通过电话、语音或其他通信方式 , 

运用基本的心理咨询方法与技术 , 为不同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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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心理支持、情绪疏导和危机干预, 具有即时

性、匿名性、便捷性等特点(Brülhart et al., 2021; 

贾晓明, 安芹, 2006; 钟杰 等, 2003)。本文讨论

的心理援助热线特指为公众提供心理支持和危

机干预服务的公益性机构 , 服务对象为因危机

事件引发心理困扰并需要心理干预的人群 , 服

务内容包括预防和减轻来电者心理困顿、提供情

绪舒缓、心理支持、危机干预, 以及其他专业心

理健康服务转介资源(樊富珉 等, 2021)。其他以

热线作为服务方式的机构 , 例如妇女儿童保护

热线、反家庭暴力热线、物质成瘾热线或特定躯

体疾病患者健康支持热线等 , 尽管在实际工作

中部分涉及心理支持 , 但核心内容集中在健康

指导、信息提供、法律援助等领域, 因此未纳入

本文讨论范围。 

与常规心理咨询不同, 心理援助热线主要面

向有临时、紧急求助需求和突发事件中的个体 , 

通常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 20~30 分钟左右

的单次咨询, 旨在快速提供即时性的心理干预与

支持(任志洪 等, 2022; Zabelski et al., 2023)。热线

服务依托多种组织形式, 包括政府部门(如国家卫

健委、妇联、团委等)、教育系统(如教育部、高校

心理健康中心等)、医疗系统(综合医院、精神心理

专科医院等), 也有来自社会组织(心理或精神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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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会/协会等)、志愿者团体和社会机构(如线上

心理咨询平台等)发起的民间热线。部分为长期运

营的心理援助热线, 另一些则是在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等紧急情况下临时增设的短期援助热线(李

丹阳 等, 2021)。 

大流行期间, 心理援助热线的通话量在全球

范围内显著增长。以 Brülhart 等人(2021)的研究为

例, 他们对来自 19 个国家的 800 万通电话数据进

行分析, 发现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 6 周内, 热线

通话量达到历史峰值 , 相较于大流行前增加了

35%。这一数据揭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趋势, 即在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 公众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

求远远超出了现有的供给, 暴露了紧急情况下心

理支持系统的脆弱性。为抵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

公众心理健康带来的冲击, 各国纷纷增设心理援助

热线。心理专业人士与社会机构携手合作, 努力推

广热线服务, 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心理服务需求

(Abdullah et al., 2021; Monreal-Bartolomé et al., 

2022)。 

中国也迅速推出了多种形式的线上心理援助

服务, 为医务人员、患者及其亲属、警务人员和

海外华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心理支持 (Lai et al., 

2023; Liu et al., 2020)。截至 2022 年底, 中国内地

仅依托公立医疗系统设立的心理援助热线就有

650 条, 比 2013 年增加了 25 倍, 其中 68.3%的热

线能够保障全年无休的 24 小时服务, 年均接线量

超过 1600 条(吴霞民 等, 2024)。29 个省份设有省

级心理援助热线, 85.3%的地市配备市级热线, 咨

询员超过 8000 人, 平均每百万人口配备 5.8 名接

线员, 热线覆盖率和人员配置数量仍需提升。在

运营规范方面, 九成以上的热线具备标准化接线

流程、专职管理人员和接线记录, 但也有四成热

线在硬件设施、坐席数量及人员资质等方面存在

不足(李丹阳 等, 2021)。关于疫情期间我国心理

援助热线的具体运营情况以及遇到的挑战, 本文

将在后续章节展开讨论。 

本研究通过回顾近 5 年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各

地心理援助热线的相关研究, 分析这一特殊时期

热线的作用与功能以及面临的挑战, 旨在探讨如

何优化心理援助热线的功能 , 帮助相关政府部

门、社会机构以及心理援助热线工作者应对激增

的心理服务需求和求助需求多样化等方面的挑战, 

提升心理援助热线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整体

服务效能和响应能力。 

2  心理援助热线的理论应用 

疫情期间, 人们普遍面临因隔离带来的孤独

感问题, 缺乏人际支持(Port et al., 2022)。研究表

明 , 充足的社会支持有助于提升个体心理韧性 , 

调动资源应对危机事件(Labrague et al., 2021)。在

这种背景下 , 心理援助热线扮演着提供社会支

持、满足个体心理需求的关键角色。心理危机干

预的相关理论和应激反应与压力适应模型有助于

我们理解求助者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同阶段

的心理特征和需求, 结合个体在危机中的心理反

应, 采取针对性的干预策略(Xiang et al., 2020)。例

如, 在危机爆发初期, 热线着重于提供情绪安抚

和危机干预, 以缓解求助者焦虑、恐慌、躯体化

症状等应激反应。随着时间推移, 热线则更多关

注抑郁、疲劳等慢性症状, 帮助求助者逐步恢复

正常生活与社会功能。 

鉴于心理援助热线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的

重要角色, 传统的心理咨询理论模型似乎未完全

涵盖热线服务的需求, 因此, 研究者们基于心理

咨询领域的丰富理论研究和热线咨询实务, 发展

和调整了更适配热线运作模式的理论框架。 

此次疫情中, 研究者们结合以往公共卫生事

件的相关研究, 在梳理有效干预因素的基础上构

建的心理热线一次单元会谈框架, 推进了热线干

预模型的理论创新。该框架分为“设置介绍、信息

收集与关系建立”、“问题评估、转化与聚焦”、“问

题处理与练习”和“寻找资源、提供信息与转介”四

个阶段, 旨在最大化帮助求助者在有限时间内获

益(任志洪 等, 2022)。此外, 有研究者将焦点解决

短期咨询(SFBT, 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的 四 象 限 模 型 (Dialogic Orientation Quadrant, 

DOQ)运用于热线咨询实践, 通过 SFBT 提问技术

帮助来电者探索资源与优势, 提高自我效能感(赵

然 等, 2020)。 

基于社区的参与式行动研究 (Community- 

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CBPR), 结合生态系

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EST)和接纳与

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的框架, Tanhan 等人(2020)构建了包含个体、

家庭、团体、社区、精神卫生机构与专业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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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心理健康服务框架, 探索热线与精神卫生服

务的整合路径。这一框架结合情境因素, 将心理

援助热线与医疗机构精神科访谈、心理咨询、线

上团体辅导相结合, 帮助人们在严重传染性疾病

的环境下减轻抑郁和焦虑症状, 提升幸福感。这

些将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努力为热线服务在重大

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此外, 针对疫情下心理援助热线咨询师的工

作特点, 有研究者提出了热线咨询师胜任力模型, 

涵盖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维度, 为灾难或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中心理援助人员的筛选、培训与督

导提供理论指导(You et al., 2021)。该模型强调在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咨询师的角色应当超

越传统咨询, 需要加强心理急救和危机干预的专

业培训, 具备快速、高效的应对能力, 以更有效地

满足公众的紧急心理需求。 

3  心理援助热线的功能与作用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来电者面临诸多挑战 , 

包括对感染的恐惧、焦虑和孤独感, 社交隔离、

经济压力和日常生活的不便也加剧了人们的心理

负担(Port et al., 2022; Van Der Burgt et al., 2023)。

在常规面对面精神卫生服务开展受阻的情况下 , 

心理援助热线显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和必要性。 

首先, 心理援助热线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对公众心理健康的维

护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 Zalsman 等人(2021)指

出 , 疫情期间与自杀相关的来电数量显著增加 , 

反映了心理痛苦、焦虑和自杀意念的普遍上升趋

势。其他常见问题包括睡眠障碍、对身体健康的

过度关注、家庭和人际关系困扰, 以及已有心理

或精神健康问题的恶化(Hu et al., 2023)。面对这些

情况, 热线通过提供专业咨询与关怀、情绪调节

指导等服务, 帮助来电者缓解因疫情引发的负面

情绪, 并进行心理健康的早期教育, 尤其在应对

突发事件引发的心理压力方面, 这也是疫情期间

热线最主要的服务目标之一。同时, 热线还承担

心理疾病和自杀风险的识别、评估、干预和转介

等任务, 通过与医疗系统和警方等紧急服务部门

的合作 , 提升了危机处理的效率(Zalsman et al., 

2021)。这些任务显示了心理援助热线在心理疏

导、宣传教育以及危机干预方面的重要性。 

其次, 心理援助热线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

的社会心理服务提供了一条安全可靠的渠道。疫

情期间的封锁与隔离措施导致生活资料获取困难, 

人们需适应远程工作和学习, 同时面临常规医疗

服务的中断和资源紧缺等问题(Hu et al., 2023)。在

此情况下, 热线突破空间限制, 有效弥补了线下

服务的不足。此外, 由于医疗或疾控热线繁忙, 许

多迫切寻求疾病预防知识和防控措施信息的来电

者转而拨打心理援助热线(钟杰 等, 2003)。因此, 

热线在提供心理支持的同时, 也部分承担了传递

公共卫生信息的辅助角色。 

同时, 作为一种心理服务工具, 心理援助热

线具有普惠性和成本效益。电话、网络等干预方

式有效降低了硬件设施和人力成本, 为包括弱势

群体在内的广泛人群提供支持。统计数据显示 , 

疫情期间的来电者多为年轻人和女性, 其中女性

高危来电者比例高达 73%, 中老年来电者比例明

显增加(Van Der Burgt et al., 2023; Zalsman et al., 

2021)。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过公益性热线实现了免

费或低成本心理服务的普及, 有助于缩小社会经

济层次间精神卫生保健的差距, 突显了公益性热

线在推广全民心理健康服务中的潜在价值。 

此外, 心理援助热线还是监测公众心理健康

状况的重要信息来源。在公共危机中, 政府亟需

了解公众心理健康的实时变化情况以推出相应措

施。在一项新冠疫情期间自杀风险的调查中, 研

究者发现政府财政救济等措施的推广可有效缓解

封控期间自杀危机来电量的增加(Brülhart et al., 

2021), 这进一步凸显了对热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的重要性。心理援助热线的数据收集能力为政策

制定者和专业人员提供了有关公众心理需求的宝

贵信息 , 为政府制定和调整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 

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心理健康需求, 快速响应

公共卫生危机。 

4  心理援助热线的干预效果 

为增强心理援助热线服务的成效, 研究者们

对干预技术进行优化, 开发了以情感支持与赋能

为核心的高效干预方法。热线通常结合认知行为

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动机访

谈(MI,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焦点解决短期

疗法等多种心理干预技术, 通过电话或在线交流

帮助来电者调整负性思维模式、发掘内在力量、

寻找应对资源, 从而缓解情绪困扰并提升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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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能力。虽然热线在促进公众心理健康方面的

积极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 但研究也发现接线质

量可能存在问题。评估热线干预效果对于优化服

务 质 量 和 保 障 求 助 者 福 祉 等 方 面 至 关 重 要

(Kitchingman et al., 2015; 梁红 等, 2017)。 

部分研究通过量化手段评估心理援助热线的

干预效果。例如, 张若云等人(2021)对自杀高危来

电者进行的干预研究发现, 74.4%的来电者在干预

后摆脱了高危状态, 死亡意念和痛苦程度显著下

降。然而, 研究也指出, 对于严重抑郁或遭受慢性

生活事件困扰的来电者, 热线干预效果存在局限

性。目前, 许多研究依赖于定性方法评估服务效

果, 例如通过分析来电者的语言与非语言信息来

观察其情绪状态和应对能力的变化。然而, 这种

方法存在主观性 , 难以全面反映服务的实际影

响。因此, 未来研究应关注开发更精细、量化和

标准化的评估工具, 如分析来电者的语调变化、

情绪表达和服务满意度等指标, 以更准确地评估

热线干预效果。Sosa Lovera 等人(2022)的研究发

现, 大多数来电者对接线员真诚的关注和支持表

示满意, 并在情绪状态上有所改善, 这也支持了

满意度和情绪改善作为评价指标的可行性。 

然而, 心理援助热线的有效性仍受诸多因素

限制。首先, 硬件设施的不足可能会降低服务效

果。疫情初期, 部分临时设立的热线因缺乏稳定

的工作环境和通话设备, 影响接线员与来电者的

沟通质量(李丹阳 等, 2021)。其次, 接线员的经

验、态度和专业能力在热线干预的有效性方面也

发挥着关键作用。经验丰富的咨询师能熟练运用

咨询技术, 秉持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态度, 对来电

者的问题进行真诚地倾听、共情与反馈, 这些努

力有助于促进求助者获益并提高干预效果(任志

洪 等, 2022)。此外, 来电者的问题严重程度、求

助动机、求助问题与热线功能的匹配程度等也会

影响服务效果(Hu et al., 2023)。因此, 提升热线服

务质量, 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5  心理援助热线面临的挑战 

回顾既往研究可发现, 目前心理援助热线自身

存在诸多不足,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心理援助服

务还面临额外挑战,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5.1  热线的多样性和规范性问题 

首先,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热线服务质量和

人员的培训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前文所

述, 心理援助热线可大致分为政府部门设立的热

线(如由国家卫健委、地方卫生部门、教育部门主

办的热线)和社会机构或志愿者组织自发建立的

民间热线。依托不同机构设立的热线, 以及长期

热线和临时成立的短期热线, 在服务对象、运营

时间、人员组成、硬件设备、管理规范、培训与

督导等方面存在差异。 

疫情前设立的热线通常拥有较成熟的运营机

制, 尤其是政府支持的热线, 因资金支持和政策

保障, 能够提供相对稳定和规范的服务。例如, 中

国近七成热线由政府、医疗或教育系统直接管理, 

这些热线通常规模较大, 人员和资源支持较为充

足, 在辐射地区和服务对象上可容纳更广的覆盖

面, 36.5%的热线具备 24 小时全年服务的能力, 六

成以上的热线拥有固定办公场所和专用号码(李

丹阳 等, 2021)。相比之下, 由社会机构或志愿者

团体组建的临时热线虽有灵活机动的优点, 但受

限于硬件设施、管理规范和资源投入, 服务覆盖

范围有限。在突发危机事件中紧急增设的热线往

往针对特定的服务群体, 例如在 COVID-19 期间

涌现出为感染者、患者家属、被隔离人员和一线

医务工作者提供针对性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的专

线。然而, 由于前期准备时间不足, 超过 40%的临

时热线缺乏必要的硬件支持(如录音设备、独立接

线系统等), 可同时运行的坐席数量有限, 服务稳

定性受到制约(李丹阳 等, 2021)。由于缺乏评估

和干预的能力, 在处理自伤自杀等危机个案时这

些民间热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高危来电的处理上, 依托医疗系统的热线

因其丰富的转诊资源占据优势, 可快速对接医疗

服务, 为精神心理评估异常和高自伤自杀风险的

来电者提供门诊或住院治疗的快速通道。然而 , 

部分来自医疗系统的热线却存在人员资质方面的

短板。一项覆盖中国 30 个省市的调查发现, 依托

医疗卫生系统的热线中具备专业学历和受训背景

的人员占比约为七成, 而教育系统和社会心理机

构则可达到九成(李丹阳 等, 2021)。以教育系统

(如高校)增设的热线为例, 其主要服务对象为学

生群体, 团队成员包括心理学教授、心理健康中

心专职或兼职教师以及心理学专业学生志愿者 , 

培训和督导资源较为丰富。值得注意的是, 学生

志愿者经验有限且缺乏心理咨询资质, 可能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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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伦理和法律风险。 

为保障服务质量, 弥补人员资质方面的短板, 

心理援助热线的培训与督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以

往热线接线员多为心理学背景的志愿者, 接受基

本培训即可上岗(Kalafat et al., 2007)。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中, 来电者的心理需求更为复杂, 接线

员不仅需要具备更高水平的专业能力和助人经验, 

还需要掌握与疫情相关的身心健康知识(Jia et al., 

2020)。然而, 当前热线的培训与督导情况不容乐

观。国内热线人员培训一般由卫生部门或心理协

会组织, 专业培训主要集中在岗前进行, 专业督

导与培训的持续性有待提升。李丹阳等人(2021)

的研究指出, 疫情期间中国 427 条心理热线中, 

有 68 个平台未能为接线员提供每月至少一次的

督导, 具有督导资质的人员数量严重不足。为确

保高质量服务 , 热线建设亟需资源投入与调配 , 

开展持续性的培训与督导。 

5.2  热线的伦理难题与法律风险 

在心理援助热线的实际工作中, 如何在保障

伦理合规的基础上有效帮助高危人群, 是心理工

作者们面临的共同挑战。 

如前文所述, 临时应招的热线志愿者在心理

援助和危机干预方面经验有限, 部分人员缺乏评

估与干预的资质, 工作难以保障在持续督导下进

行, 可能在面对复杂情境时力不从心。有研究者

对多条热线的 400 多位热线咨询员进行了伦理胜

任力调查, 68.6%的咨询师热线咨询经验不足 100

小时, 四分之一的人员缺乏危机干预经验, 不过, 

这些咨询员普遍认同助人理念, 展现了较为积极

的伦理态度(安芹 等, 2021)。 

不仅如此, 热线在与警方或医疗机构进行合

作时, 还面临着来电者隐私保护和危机干预保密

例外之间的平衡问题。接线员通常会记录来电者

的个人信息和诉求, 对高自杀风险的个案还会收

集其家属的联系方式, 在必要情况下根据保密例

外原则联系家属或相关部门以保护来电者生命安

全(樊富珉 等, 2021)。当部分风险极高(如正在实

施自杀行为)的来电者拒绝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时, 

热线可能会启动强制干预程序, 通知警方、学校

或医疗机构进行现场处理。然而, 这种强制介入

可能引发伦理争议, 如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在校方

知情后面临休学的可能, 如何既保护来电者安全

的同时最大程度尊重其基本权益, 是心理援助热

线乃至整个心理咨询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同国家在隐私保护与强制报告上的法律法

规存在差异。例如, 美国部分州要求心理咨询师

在得知个体有自杀或伤人意图时必须上报, 对高

自杀风险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治

疗 , 而其他地区可能将此视为对隐私权的侵犯

(Knapp, 2024; Mishara & Weisstub, 2010)。《欧盟通

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数据保密设有严格规

定, 使相关机构在患者隐私信息处理上格外谨慎

(Yuan & Li, 2019)。美国心理学家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制定的《心理学家

道德原则与行为准则》中建议, 只有在法律允许

的情况下, 出于保护求助者、咨询师或其他人免

受伤害等情况下才可以适当披露来访者信息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7)。然而, 

政府统一管辖范围之外的社会机构热线, 其数据

保密性则面临监管难题。2022 年, 美国危机简讯

热线(Crisis Text Line)在接受数据隐私审查后, 终

止与人工智能公司 Loris的合作, 并更新服务条款

以保障求助者的安全与信任 (Crisis Text Line, 

2022)。因此 , 心理援助热线在应对伦理困境时 , 

需遵循心理咨询伦理准则和本国法律法规, 慎重

制定信息使用和危机应对策略。 

5.3  热线工作者的工作困境与心理压力 

作为公众心理健康的守护者之一, 热线工作

者在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中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

力。疫情期间, 通话量的显著增加不仅反映了心

理援助需求的增长, 也意味着工作人员面临更大

的工作量和心理压力。研究表明, 热线工作者在

疫情期间因工作量激增、角色模糊承受了巨大的

压力和挫败感, 尽管在疫情爆发初期, 政府就开

通并公布了专门回应有关新冠肺炎就诊和疫情防

控措施的咨询电话, 但心理援助热线仍收到大量

来电咨询此类信息(Hwang et al., 2023)。面对复杂

多样的求助需求, 接线员不仅要为来电者提供心

理疏导、危机干预, 有时还需要提供与疫情相关

的保健知识和政策信息, 进一步增加了工作的复

杂性。 

除了工作量带来的压力, 热线咨询师也承受

着特殊的心理压力。对来电者的充分共情虽然有

助于提升咨询效果, 但过度的情绪卷入可能引发

继发性创伤应激(Vagni et al., 2020)。据此, 赖丽足

等人(2021)从替代性创伤(消极影响)和创伤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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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积极影响)的视角, 探讨了自我关怀在热线工

作中的重要性。研究表明, 通过自我关怀和反思, 

接线员不仅能有效缓解继发性创伤, 还能在这一

过程中实现个人成长、提升心理韧性。自我关怀

不仅有益于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 也有助于他们

对来电者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5.4  热线资源未能被充分利用 

心理援助热线还面临服务接受度和利用率不

足, 热线负荷不均衡的问题。一项疫情初期调查

显示 , 尽管许多人受到了中度以上的心理影响 , 

部分热线日均来电量却不足 10 个(李丹阳  等 , 

2021; Zhao et al., 2020)。与此同时, 部分热线处于

高负荷状态 , 大量电话未能得到响应和处理

(Brülhart et al., 2021)。这一现象反映了来电量和

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以及热线利用率的不足, 仍有

大量需要心理服务的人未选择使用热线。对此 , 

一方面有必要建立资源调配机制, 通过大数据分

析等方式预测需求, 促进热线间的协同合作, 形

成资源共享和互助网络。另一方面, 需要提高公众

对热线的接受度和利用率。影响公众求助选择的因

素有很多, 如心理疾病的污名化、地区文化对心理

健康的认知差异、热线的宣传力度、热线的服务质

量等(Clement et al., 2015; Fekih-Romdhane et al., 

2022)。Weston 等人(2020)对行为改变理论在传染

病暴发和应急响应背景下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指

出计划行为理论、健康信念模型、预防采用过程

模型和社会认知理论在提高公众对推荐行为(如

接种疫苗、防疫隔离等)的接受度方面的作用。未

来研究可从行为科学的角度设计干预措施, 促进

公众将求助需求转化为求助行为, 提高热线服务

的接受度和利用率。 

6  心理援助热线的优化建议 

在应对通话量激增、来电者问题多样化以及

热线自身局限性等挑战时, 我们提议热线可考虑

从以下几方面改进服务质量, 以适应热线在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新角色和新任务。 

6.1  规范服务标准、培训督导和效果追踪以提升

服务质量 

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是心理援助热线长期稳

定发展的基石。 

部分国外心理援助热线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

借鉴。以美国为例, 既往美国的心理热线体系大

多以非营利性组织为基础 , 如影响力较广的

Crisis Text Line 等线上心理咨询平台。面对自杀

率居高不下和恶性暴力事件频发的严峻现实 , 

美国国会于 2018 年通过《全国自杀热线改进法

案》, 在多个联邦机构的支持下, 2019 年美国联

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批准法规, 促成了全国性 24 小时心理健康

服务热线 “988 自杀预防生命热线 ” (National 

Suicide Prevention Lifeline, NSPL)的开通, 并要

求所有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商为用户增设

快速入口 , 确保用户快速获得生命救助资源

(Zabelski et al., 2023)。 

在法律上规定心理热线的隐私保护措施和强

制干预程序, 明确热线在处理高危个案时的法律

责任及限度, 才能最大程度保护来电者权益, 同

时缓解伦理困境带给助人者的压力。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印发的《心理援助热线技术指南(试行)》, 

热线在服务中应优先保障来电者的隐私权, 确保

通话内容不被随意泄露或用于商业目的, 热线应

使用加密技术保护录音资料, 来电者的信息需在

获得同意后才可用于专业研究或督导中(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 2021)。对于自杀高危个案, 热线必须

在保护来电者生命的前提下, 合理进行干预。在

美国, 心理咨询师若对来访者潜在的自杀行为未

采取适当行动, 可能面临法律诉讼(Knapp, 2024)。

美国自杀预防生命热线建议热线在特殊情境下可

联系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干预, 但需遵循“最小侵害

原则”, 以减少来电者的心理创伤(Zabelski et al., 

2023)。国内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进一步明确对高危来电者进行强制干预的具体操作

流程, 规定热线与医疗机构和公安部门的联动机制

和保密例外范围, 确保救助过程依法合规。 

由此可见, 建立全国性的心理援助热线服务

网络需要由国家统筹资源, 提供必要的财政和政

策支持, 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心理热线的运营

标准、资质要求和监督机制。在挑战部分我们阐

述了依托不同机构建立的热线、长期热线或临时

设立的短期热线在人员资质、服务内容和资源配

置等方面的差异和短板。在国家层面出台规范、

统筹资源, 对热线进行分级分类、资源整合、取

长补短, 也许可以充分发挥不同系统的优势。例

如, 由于符合专业资质的督导师数量稀缺,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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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丰富的教育系统也许可通过线上的方式为医

疗系统提供专业培训和网络团体督导; 其他系统

与医疗系统的高度合作也有助于为高危个案、有

药物或住院治疗需求的求助者提供快速通道。 

如前文所述, 人员培训和组织管理是提升热

线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 因此, 推广统一的管理

标准和质量控制机制, 定期对接线员进行专业培

训和督导, 借助来电者反馈和第三方评估, 有助

于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疫情期间, 各个国家和

地区积极探索提升热线服务质量的方式。在中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心理援助热线工作指南》, 明确规

定了热线的建设、管理、接线员的资质和培训等

具体要求, 为保障热线服务规范性提供了重要指

导依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 2020)。各地心理卫生工作者积极响应, 

在开通新热线的同时, 还对原有的心理援助或自

杀危机热线进行调整与优化。例如, 教育部华中

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在武汉新冠疫情爆发

初期迅速组建, 广泛集结全国资质优良、经验丰

富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员, 联合中国 1200 多所高校

和心理机构的志愿者团队, 共有 1700 多名咨询

师、200 余位督导师参与工作, 定期开展热线咨询

和危机干预技能培训和督导 (赖丽足  等 , 2021; 

Zhao et al., 2020)。 

中国台湾预防自杀热线针对接线员的培训制

定了严格的新标准, 要求所有接线员完成至少 59

小时的必修课程, 并在 3 个月的试用期后才可参

与正式接线工作(Hwang et al., 2023)。多米尼加共

和国圣多明各自治大学成立的 COVID-19 心理求

助 热 线 (The UASD COVID-19 Psychological 

Helpline), 则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接受培训 , 学

习紧急情况下心理干预的伦理问题、干预措施 , 

以及精神疾病、暴力事件、自杀企图的干预和转

介(Sosa Lovera et al., 2022)。常态化的培训和督导

体系, 不仅为热线工作者提供持续的专业发展支

持, 也提供了情感支持和职业发展机会。 

除了前期和中期的人员培训与督导, 在后续

工作中加强效果追踪, 探索热线干预有效性以及

影响因素, 可为提升干预效果提供参考。为了考

察热线干预的有效性, Sosa Lovera 等人(2022)组

织专门的随访团队在来电后的一周内对来电者进

行随访, 不仅能了解来访者情绪状态的改善情况, 

进行风险评估, 还能收集来电者对热线服务效果

的评价, 与此同时, 研究者们还收集了工作人员

对自身服务效果的评价。因此, 未来有必要借鉴

这种来自来电者和工作人员的双视角评价方式 , 

或增加前后测以及效果追踪等方式, 对热线干预

有效性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索, 制定针对性的改

进方案以提升热线服务效果。 

6.2  开发合作与资源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平台 

目前, 心理援助热线通常与医疗系统和警方

建立合作关系 , 部分热线还与妇女维权公益热

线、青少年服务平台等机构进行合作。然而, 这

些合作多停留在提供转介的联系方式或转接电话

等基础层面。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 加强心理援

助热线与疾控系统及相关部门的合作, 有利于为

来电者提供相应的心理服务并解决现实层面的问

题。此外, 建立地区间心理援助热线的联动机制

(如省市或全国统一短号和转接系统), 有助于优

化来电分配与转接, 缓解部分热线接线量过载的

情况; 督导与培训的联合开展也有助于均衡热线

人力资源, 帮助资源匮乏的地区补足短板。例如, 

美国 988 自杀预防生命热线作为较为成熟的全国

性心理热线平台, 会将用户首先连接到当地的热

线中心, 该中心与周边的精神健康服务机构建立

了转诊合作关系。如果本地热线无法满足求助者

需求, 系统会将来电转接至上级热线中心或国家网

络中心, 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Zabelski et al., 

2023)。不仅如此,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鼓励 988

热线与退伍军人事务部、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管

理局、卫生和社会福利等部门进行合作, 进一步

提高“生命线”网络覆盖率。由此可见, 心理援助平

台有必要与社区、学校、医院、警方、法律援助

单位、心理咨询中心等机构紧密联动, 实现资源

的整合和共享, 为来电者提供切实可行的支援和转

介服务, 确保来电者在热线咨询后能够获得持续性

的支持, 共同推进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全面开展。 

面对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 热线工作人员需

要迅速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任务。建立针对

突发事件的知识信息库, 为工作人员提供事件相

关的资讯, 不仅能帮助热线及时准确地解答来电

者疑问 , 还能提升接线员对新任务的适应能力 , 

满足多变的求助需求。同时, 定期更新和扩展信

息库内容 , 覆盖更广泛的突发事件和危机情境 , 

将进一步增强服务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例如,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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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湾自杀危机干预热线通过编制 COVID-19 信

息库的方式, 为来电者们提供疫情相关的防护知

识、政府防控措施资讯, 以及应对隔离对心理健

康影响的建议(Hwang et al., 2023)。然而, 为减轻

热线工作人员职责紊乱引发的负面影响, 应建立

完善的分流机制, 将涉及卫生保健问题和政策咨

询的来电分流至对应的热线或专业机构, 如保障

基层卫生服务的“12320”全国公共卫生公益热线、

“12345”政务热线等(李玉莲 等, 2024; 邱朔 等, 

2023)。通过加强宣传, 使公众更清晰地了解各类

热线的功能和职责分工, 从而使心理援助热线充

分发挥其专业价值。 

6.3  建立数据收集系统, 发展热线相关研究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 不仅

需要提供财政支持, 也要保障人们获得心理健康

护理和心理支持的机会, 尽量减少大流行对人们

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Turkington et al., 2020)。为

响应这一号召, 并为政府提供公众心理健康的宝

贵数据, 热线应收集来电者的人口学特征、心理

健康状况、求助问题, 以及与重大公共事件相关

的数据信息(例如身体症状、医疗和护理问题、工

作学习或经济问题等)。数据收集还应关注求助者

的长期心理变化, 而非局限于即时心理状态。这

不仅有助于政府更好地理解公众需求, 还为制定

相应策略提供参考。 

回顾心理援助热线的相关文献发现, 既往研

究主要集中于来电者的人口学特征和心理健康状

况, 或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归纳来电内容。然而, 对

热线干预有效性的实证研究仍显不足, 当前研究

的局限可能源于缺乏标准化的量化评价方法。因

此, 有必要开发标准化评估工具, 以量化的方式

提高对来电者问题和干预效果的评估效率。标准

化的评价方式不仅有助于咨询员快速判断来访者

问题的严重程度和风险水平, 选择进一步的干预

方式或提供转介, 也有助于监测热线的干预效果

(Kitchingman et al., 2015)。部分研究的评价标准仅

仅基于来电者的直接反馈, 如声音的语调或表达

的感激之情, 这显然是不充分的。在测量评估时

存在一个两难问题 : 有些来电者倾诉需求较强 , 

详细地测量和评估有可能会占用过多来电时间 , 

以至于来电者拒绝评估; 为了减少测量评估对通

话过程的干扰, 部分研究采用了简单的二元问题

或压缩评估问题的数量, 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未能

实现对来访者的充分评估, 甚至可能会忽略一些

重要信息。如何进行简明而全面的评估, 同时涵

盖人口学特征、自杀风险、心理和精神健康状态

等关键信息, 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此外, 研究者们应尝试使用更先进的数据分

析工具, 充分利用原始录音、录像资料, 以减少间

接主观评估的偏差。例如, 通过文本分析方法, 如

借助 LIWC (Linguistic Inquiry of Word Count)深入

分析来电者的语言表达, 可以更准确地揭示其心

理状态。这种方法有助于从定量角度评估热线服

务的影响, 并为干预提供更精确的依据。部分研

究的来电者的数据来源于咨询师的评估报告, 尽

管受访咨询师是具有合格资质的, 但这样的报告方

式与来电者直接报告相比可能存在偏差(Lai et al., 

2023)。而通话录音作为热线会谈的一手材料, 将

录音转换为文本并对通话内容进行文本分析也许

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录音中来电者的语音语调等

非言语信息也是珍贵的研究材料之一。例如, Lee

等人(2023)在研究中使用了 LIWC, 从文本中提取

关于抑郁或焦虑的相关词汇, 作为分析来电者心

理状态的依据。 

6.4  开发数字化和自动化的新型心理援助平台 

现有的热线服务形式较为单一, 主要依赖电

话咨询。除了语音电话这一传统方式外, 热线可

以开发在线数字服务平台, 探索多元化的服务形

式。通过手机应用、网站和社交媒体等多渠道, 在

线文字、语音咨询、视频咨询和自助服务等多形式, 

提升服务的便捷性和响应速度。以 NSPL 为例, 该

平台提供了电话和线上文字聊天的功能选择, 以适

应不方便语音通话的残障人士以及年轻人的求助

偏好(Shaikh et al., 2024; Zabelski et al., 2023)。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心理援助平台带来了

新的可能, 在平台中加入虚拟助手或聊天机器人

有助于实现热线平台自动化, 提高服务效率。目

前已有研究者正积极致力于将人工智能技术与热

线心理干预相结合, 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前期收

集来访者信息、进行心理评估、分诊等方面的潜

力, 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为来电者提供相应的转

诊建议(Zhao et al., 2020)。Iyer 等人(2022)尝试使

用机器学习技术对来电者声音特征进行分析, 构

建对心理痛苦进行分类的高精度模型, 为来电者

心理状态的评估提供参考。 

尽管有研究证实了 AI 聊天机器人对缓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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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者的情绪困扰有所帮助, 心理援助热线中的咨

询作为一种人与人的工作, 对求助者有效帮助的

重要因素之一正是人际互动中的倾听和共情, 这

种情感支持是 AI 难以代替的(Karkosz et al., 2024)。

未来的心理援助热线可以探索 AI 与人工协作的混

合模式, 将 AI 技术用于对来电者的初步筛查和评

估, 经验丰富的热线咨询师则专注于情感支持和

复杂情境的解决, 有望提升热线的整体服务效能。 

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和启示是广泛而

深刻的。面对像 SARS、COVID-19 等突发性公共

卫生事件, 地震、洪水等大规模自然灾害, 或者全

球经济危机等事件, 如何快速有效应对是每一个

心理工作者关心的问题。尽管有许多研究关注新

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心理援助热线这一

话题, 但仍有各种问题有待探讨和解决。此次新冠

疫情中心理援助热线的工作经验, 可为未来疫情后

的社会心理重建, 以及其他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下的

心理危机干预和社会心理支持服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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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hotlines 
 during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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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9, China) (2 Zaozhuang City Mental Health Center, Zaozhuang 277110, China)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presented a global public health crisis,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hotlines as a crucial channel for social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operational aspects of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hotlines during the pandemic,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meeting the surge in counseling demands and the diverse issues encountered by callers, 

and examines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hotlin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a series 

of strategies to enhance hotline efficiency and responsiveness, includ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ervice 

standards, training, supervision and effectiveness tracking, establishment of knowledge databases and data 

collection systems,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digital platforms, and automation of psychological support 

services. 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potential role and value of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hotlines in 

safeguarding public mental well-being during future public health events. 

Keywords: COVID-19,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hotlines,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mental health 

 


